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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Hlk185709775]摘要：服务型制造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服务为核心的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服务型制造虽然以微观企业层面研究为源起，但在价值共创逻辑驱动下却日益通过复杂适应系统的涌现发展为产业优化升级关键手段。为此，以“技术-组织-环境”理论为基础，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分析角度研究引致区域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前因组态，剖析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对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不同数字化情境揭示数字化领先型和追赶型地区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差异化路径。结果发现：驱动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组态路径呈现多元化特征，包括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主导型等4种构型；服务业开放程度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集聚是引领数字化领先型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且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是必要条件；在数字化追赶型地区，除生产性服务业与服务业扩大开放耦合协同路径，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的组织-环境驱动型等两种路径同样能实现服务型制造的高水平发展。因此，需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关键技术、组织及环境条件因素情况，因地制宜构建更为多元化、更具针对性的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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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egional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Under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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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is a new model and forma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at focuses on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 Although servitization in manufacturing originated from research at the micro-enterprise level, it has increasingly evolved into a key approach for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under the value co-creation logic, driven by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heory, this study selected data from 28 regions in China as samples to analyze the configuration of regional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using the method of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also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cond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and revealed the differentiated paths of digital leading and catching-up reg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based on different digital contex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driving regional servitization in manufacturing exhibit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four configurations, such as the environment-dominant type centered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he high degre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s openness and the concentrated producer service are the core driving factors promoting manufacturing service in digital leading regions, and high-level opennes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In the digital catching-up regions, in addition to the coupling path of the expansion of producer service and service industry’s openness, the organization-environment-driven type with producer service agglomeration as the core can also achieve high-level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key techn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onstruct a more diversified and targeted development path of regional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ookmark: OLE_LINK2]Key words: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digitalization;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digital context; configuration analysis;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收稿日期：2024-01-31，修回日期：2024-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学视阈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动态综合评价研究”(19BTJ045)；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创新智库研究项目“数字化时代北京服务型制造发展路径研究”(152022KF0125-28)，“北京先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困境与纾解策略研究”（152024KF002-20）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对于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发展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1]。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自2017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持续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工作。截至2023年12月，已连续完成五批次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的评选[2]。从实践情况来看，由于现阶段不同地区产业发展基础、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条件各异，地区间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进程差距显著。服务型制造发展究竟受到哪些关键因素影响？多元要素如何协同引致区域差异化路径？特别是在不同数字化情境下，领先型地区和追赶型地区的驱动模式又有何异同？本文以服务型制造为研究对象，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对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的作用机制，以期为进一步探寻不同数字化水平地区服务型制造的特色发展之路提供思路建议。
1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1服务型制造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Vandermerwe等[3]最早提出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概念，即制造企业以顾客为中心，通过提供更多服务来创造更多产品附加价值。此后，“服务导向型制造（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服务增强型制造（service-enhanced manufacturing）”“基于服务的制造（service-based manufacturing）”“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等相关表述被相继提出。针对制造企业及产业服务化现象，国内学者也纷纷对此展开研究。孙林岩等[4]首次提出“服务型制造”的概念，并基于制造模式视角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服务型制造是建立在用户全程参与、产品服务融合的基础上，企业之间互相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由此实现制造资源高效整合、产业组织高度协同的一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卓娜等[5]学者进一步对服务型制造的内涵进行了多维度拓展。从产业形态视角来看，服务型制造是以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与服务融合，实现产业价值链关联；从商业模式视角来看，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企业以研发及制造能力为基础，提供增值服务的一类现象[6]。另外，与服务型制造内涵具有较强相似特征的概念还包括“制造业服务化”，二者均提出了制造企业从以提供产品为主向提供服务为主的转变，其差异在于制造业服务化更为突出上述转变的过程与路径，而服务型制造则是强调这一转变的目标和最终形态。
随着对服务型制造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化，关于服务型制造驱动因素的研究也日益兴起。一些学者认为服务化是制造企业面对外部行业机会与威胁、内部资源及能力的条件下，经由系统性评估与权衡之后的一种主动选择，并从微观视角对驱动企业服务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解构，如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归因于成本收入比、市场份额、年龄及规模、资本劳动比等企业内部因素（如李强等[7]研究），以及行业发展空间、动荡性及竞争强度等外部条件因素（如张军等[8]研究）。从发达国家服务化转型实践分析，由于交通成本的降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正在持续增强[9]；此外，卓娜等[5]、周念利等[10]认为，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服务业相对生产率、经济自由度、人力资本水平、创新能力等对促进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也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1.2数字技术对服务型制造的作用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业已呈现出显著的服务化转型趋向，但受制于用户信息、服务型人才、运行数据等多因素制约，服务型制造发展存在多方面局限性与困境。李晓华[6]、王晓蕾等[11]、潘珊等[12]研究指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崛起使得万物互联成为可能，数据规模呈爆发式增长，算法和算力显著增强，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从提供基于能力的服务向基于数据的服务进一步拓展。例如，大数据技术可采集、存储和清洗海量数据，不仅能够有效连接前台交互与后台制造，促进传统营销服务向客户数据管理服务升级，还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及时掌握售出产品的运行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挖掘利用（可见于Opresnik等[13]、蒋军锋等[14]研究）。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复杂设备的互联，实时监控装备运行状态，使传统运维服务向远程监控、预防性维护转变[15]。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为共享制造的发展提供了数据防篡改、可追溯的信任环境[16]；而数字孪生技术通过真实世界的虚拟映射，实现了物理实体与数字对象的实时交互[17]。由此可见，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强化了产品互联与网络外部性，促进了智能制造、服务体验及系统解决方案的生成，其过程大致可以抽象为物理层、功能层和模式层3类层级[6]。其中，物理层包括了连接设施、数据设施、算力设施及生产设施；功能层以物理层为基础提供数据采集、传输、计算、存储，以及加工制造、智能服务等功能；模式层则是结合产品及行业特征、场景特点开展具体化服务型制造活动。
另外，数字技术还能够推动先进服务型制造模式趋向成熟[18]。以个性化定制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共享制造、信息增值服务等为代表的诸多服务型制造模式均需要以产业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为基础，将制造全过程中的各个要素环节映射到网络空间并达成互联互通，实现服务化延伸和价值增值。例如，数字孪生技术能够有效赋能工业设计定制化服务，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可以支撑共享制造、总集成总承包及全生命周期管理等。Struyf等[19]研究证明，制造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沉淀专业化知识经验、快速整合碎片化资源，促进产业链分工及多主体协同是服务模式升级的内在机制。
1.3基于数字化情境的“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模型构建
TOE理论框架由Tornatizky等[20]提出，认为新技术的应用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3类因素共同作用。由于该框架并未对3类因素的具体变量进行设定，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其应用领域也逐渐从特定单一的微观组织向复杂多元的宏观经济系统拓展，有关研究广泛涉及工业数字化水平、大数据产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等诸多领域。在此理论框架下，对影响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的驱动因素，以及不同因素联动匹配所形成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展开研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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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TOE理论框架下服务型制造发展路径研究模型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2.1.1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是一种以案例为导向、旨在解决因果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方法。根据样本数据的变量连续性可以分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本文应用TOE理论框架研究多重因素联动匹配对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在此过程中，技术、组织及环境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并整体性发挥作用。相较于计量经济学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所采取的组态视角能够为分析多条件相互依赖的耦合效应、组态等效性，以及因果非对称性等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及工具，规避了传统定量分析中对变量间交互效应、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考虑缺失等问题，并且对中小样本量更具适用性[22]。因此，以TOE框架为基础的研究内容和分析范式均与组态视角相契合，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够更为有效地揭示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在影响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交互过程。
2.1.2投入产出分析法
应用投入产出法对不同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有关研究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测算方法包括直接消耗系数法和完全消耗系数法两种。各部门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构成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相比直接消耗系数法，完全消耗系数法能够更加全面地表征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因此采取完全消耗系数法对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进行表征。
2.2样本及数据来源
结合数据可得性等因素影响，以中国28个省域层面数据为样本，剔除西藏、青海、宁夏、香港、澳门和台湾等6个数据缺失严重的地区，所需数据来源于各类统计年鉴、报告、统计部门官方网站及万得（Wind）数据库。其中，结果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7）》等；技术条件中信息基础设施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技术创新能力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组织条件中政府激励水平指标数据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企业战略选择指标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环境条件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服务业开放程度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年鉴》。鉴于《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仅发布至2017年，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结果的科学性，故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均采用2017年度数据。
2.3变量测量和校准
2.3.1结果变量
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主要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测度。从投入服务化视角来看，服务型制造是指制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服务要素投入的增加，将人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作为中间服务投入到制造各环节，促进制造企业动态匹配资源、优化组织结构，从而实现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改善[22]。借鉴刘斌等[23]、于金闯等[24]学者研究，采取制造业对服务业提供服务的完全消耗系数来衡量服务型制造水平。以计算得出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的产业部门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量与产业部门的总投入之比，即直接消耗系数。令由组成的直接消耗矩阵记为,则完全消耗矩阵，其中为单位矩阵。在计算出各制造业行业内服务投入总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测算出不同地区制造业服务投入的平均值，用以表征不同地区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
2.3.2前因条件
基于有关研究成果及TOE理论框架，结合数据可得性等因素考虑，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方面确定形成若干影响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关键因素。
技术条件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力两个维度。（1）信息基础设施，具体包括域名数、网页数、IPv4地址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和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采取熵值法计算各分项指标权重。（2）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用以表征省域层面高技术产业研发活动产出情况。
组织条件包括政府激励水平和企业战略选择两个维度。（1）政府激励水平。地方政府对服务型制造的激励以政策引导和资金激励为主。通过统计各省域层面制定出台的服务型制造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数量作为政策引导的测量结果。具体查询中使用的关键词包括“服务型制造”“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在此基础上，手工剔除不同关键词下筛选出的不相关及重复文件；同时，引入入选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项目数量指标表征地方政府对服务型制造活动的资金激励水平，政策数据收集及入选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项目数量统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采取熵值法计算以上两个分项指标权重。（2）企业战略选择。借鉴Bustina等[25]学者研究，采用地区服务型制造企业数量占该区域制造企业总数的比值衡量某一区域企业对服务型制造的战略选择。运用Wind数据库，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为标准，对筛选出的在统计期间处于上市状态的2 483家制造企业是否提供服务项目进行识别。具体过程中，采取手工检索的方式对上市公司经营范围进行标注，对各地区提供服务的制造企业数量进行汇总，进而计算地区服务型制造企业数量的比重。
[bookmark: _Hlk144219631]环境条件包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和服务业开放程度两个维度。（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10个行业大类，即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以及生产性支持服务业。结合数据可得性，将生产性服务业范围界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6个行业。在此基础上，借鉴刘玉荣等[26]、韩峰等[27]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采取区位熵衡量，用表示第年地区行业的就业人员数，表示第年地区各行业的就业人员总数，表示地区数。越大，则地区的行业中的空间集聚水平和相对专业化程度越高（见式（1））。记为生产性服务业所包含的细分行业数，则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专业化集聚水平为所有细分行业集聚指标的加总（见式（2））。（2）服务业开放程度。借鉴张斌涛等[28]研究，采用各地区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测度服务业开放程度，其设计原理是在保持生产总值不变的前提下，服务贸易额越高，则地区服务业开放水平越高。
           （1）

     （2）

2.3.3变量校准
    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各变量进行模糊集校准，将前因条件和结果的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校准点分别设置为变量的75%、50%和25%分位数值，从而形成各前因条件及结果变量的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模糊集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服务型制造水平（SOM）
	0.163 
	0.192 
	0.233 
	0.326 
	0.106 
	0.199 
	0.052 

	信息基础设施（INF)
	37 883.912 
	56 710.406 
	198 740.698 
	1 713 618.622 
	6 881.629 
	184 568.326 
	337 055.530 

	技术创新能力（INN)
	1 093.000 
	3 632.500 
	12 774.250 
	194 118.000 
	341.000 
	13 545.250 
	35 647.375 

	政府激励水平（GOV）
	6.061 
	11.698 
	30.591 
	68.033 
	0.924 
	18.197 
	16.229 

	企业战略选择（ENT）
	0.652 
	0.737 
	0.815 
	0.909 
	0.550 
	0.735 
	0.09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PSI)
	4.738 
	5.291 
	6.126 
	16.771 
	4.106 
	6.014 
	2.616 

	服务业开放程度（OUS）
	0.025 
	0.049 
	0.101 
	0.612 
	0.007 
	0.098 
	0.133 


3实证结果分析
3.1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是指若结果发生时某个条件状态必然发生。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的必要性分析即检验信息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能力、政府激励水平、企业战略选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服务业开放程度等不同类型的技术、组织及环境条件是否为构成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的单一必要条件。鉴于表2中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可见不存在单一的前因条件是实现高服务型制造发展路径的必要条件。
表2 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一致性
	覆盖度

	信息基础设施
	0.399 
	0.407 

	～信息基础设施
	0.697 
	0.647 

	技术创新能力
	0.405 
	0.404 

	～技术创新能力
	0.697 
	0.661 

	政府激励水平
	0.317 
	0.334 

	～政府激励水平
	0.756 
	0.683 

	企业战略选择
	0.572 
	0.557 

	～企业战略选择
	0.485 
	0.470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0.655 
	0.65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0.447 
	0.425 

	服务业开放程度
	0.525 
	0.530 

	～服务业开放程度
	0.553 
	0.518 


注：～代表取该条件的非集。下同。
3.2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组态分析旨在研究多个前因条件组合对结果是否具有充分性。以“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为基础，从复杂系统和整体观视角，对实现高水平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组态路径进行识别。具体操作中，在构建真值表过程，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案例覆盖的频数阈值设置为1。如表3所示，共产生4条能够实现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即：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主导型（组态Ⅰ）、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的组织-环境驱动型（组态Ⅱ）、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核心的价值共创型（组态Ⅲ）、以技术创新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多因素驱动型（组态Ⅳ）。
组态路径Ⅰ和组态路径Ⅱ是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政府激励水平严重不足的情形下，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发展路径。就本质而言，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沿价值链向下游进一步拓展的过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通过专业化、多样化以及竞争性等多种类型集聚效应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生产性服务业发挥关键驱动作用的共性基础上，组态Ⅰ和组态Ⅱ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组态Ⅰ是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主导型，表明以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非高信息基础设施、非高政府激励水平为核心条件，以高服务业开放程度、非高技术创新能力和非高企业战略选择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路径能够产生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此种组态路径能够解释约19.1%的区域高水平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案例，且其中13.7%的案例仅能由这一路径解释，典型案例地区包括海南、重庆。组态Ⅱ是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的组织-环境驱动型，表明以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非高信息基础设施、非高政府激励水平为核心条件，以高企业战略选择、非高技术创新能力和非高服务业开放程度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路径能够产生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此种组态路径能够解释约15.4%的区域高水平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案例，且其中8.1%的案例仅能由这一路径解释，典型案例地区为内蒙古。组态路径Ⅲ是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核心的组织主导型发展路径，表明以高政府激励水平、高企业战略选择和非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条件，以非高信息基础设施、非高技术创新能力、非高服务业开放程度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路径能够产生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反映出在技术基础和要素环境发育不完备的情况下，依靠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双轮”驱动同样能够有效实现区域制造业服务化的转型发展。此种组态路径能够解释约9.9%的区域高水平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案例，且其中4.3%的案例仅能由这一路径解释，典型案例地区为甘肃。组态路径Ⅳ是以技术创新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多因素驱动型，表明尽管在政府激励不足的情形下，以高技术创新能力、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为核心条件，以高信息基础设施、高企业战略选择、高服务业开放程度作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路径，依然能够推动区域服务型制造的高水平发展。此种组态路径能够解释约20.3%的区域高水平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案例，且其中17.0%的案例仅能由这一路径解释，典型案例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
表3 产生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
	[bookmark: _Hlk147744997]条件
	组态Ⅰ
	组态Ⅱ
	组态Ⅲ
	组态Ⅳ

	信息基础设施
	
	
	
	●

	技术创新能力
	
	
	
	●

	政府激励水平
	
	
	●
	

	企业战略选择
	
	●
	●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
	●
	
	●

	服务业开放程度
	●
	
	
	●

	一致性
	0.956 
	0.854 
	0.925 
	0.914 

	原始覆盖度
	0.191 
	0.154 
	0.099 
	0.203 

	唯一覆盖度
	0.137 
	0.081 
	0.043 
	0.170 

	解的一致性
	0.908

	解的覆盖度
	0.505

	典型案例地区
	海南、重庆
	内蒙古
	甘肃
	北京、上海、天津


注：1）●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下同；2）对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进行标准化分析操作时，选择“～PSI×ENT×GOV”“PSI×～GOV×INN”作为质蕴含项。
3.3稳健性检验
借鉴Schneider等[29]学者提出的稳健性检验方法，采取调整一致性阈值的方法对影响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前因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当把PRI一致性阈值从0.70提高至0.75，并再次对样本数据进行重新处理时发现所产生的组态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果稳健。
4进一步讨论：基于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情境分析
服务型制造本质上是以新兴数字技术，特别是产业互联网为依托，促进制造服务化延伸的过程。因此，不同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会使得区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路径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以信息化发展水平作为标准，将28个样本地区划分为数字化领先型地区（包括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天津、重庆、四川和湖北）和数字化追赶型地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从而分样本进行组态路径分析，探索差异化数字情境下不同区域更具特色、更为多元的服务型制造发展路径。结果显示（见表4）：对于数字化领先型地区而言，高服务业开放程度是形成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对于数字化追赶型地区，非高技术创新能力则构成了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多个前因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路径展开分析。在此过程中，上述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均被纳为充分性分析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条件。
表4 分样本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数字化领先型地区
	数字化追赶型地区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信息基础设施
	0.713 
	0.478 
	0.218 
	0.318 

	～信息基础设施
	0.390 
	0.752 
	0.875 
	0.624 

	技术创新能力
	0.851 
	0.508 
	0.147 
	0.240 

	～技术创新能力
	0.267 
	0.806 
	0.946 
	0.643 

	政府激励水平
	0.476 
	0.371 
	0.226 
	0.298 

	～政府激励水平
	0.633 
	0.873 
	0.827 
	0.624 

	企业战略选择
	0.733 
	0.645 
	0.479 
	0.497 

	～企业战略选择
	0.305 
	0.350 
	0.589 
	0.52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0.880 
	0.664 
	0.525 
	0.639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0.261 
	0.382 
	0.554 
	0.438 

	服务业开放程度
	0.916 
	0.503 
	0.300 
	0.585 

	～服务业开放程度
	0.124 
	0.660 
	0.800 
	0.508 


[bookmark: OLE_LINK5]根据充分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见表5），无论是数字化领先型地区或是数字化追赶型地区，二者均具有相似的组态路径，即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主导型发展路径（组态D-Ⅰ）。此种路径下，两种类型地区的现有技术与组织条件均存在一定缺陷，特别是对于数字化追赶型地区而言，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效应相对数字化领先型地区表现的更为凸显。尽管如此，二者却均可以通过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服务业扩大开放实现区域服务型制造的加快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追赶型地区往往受制于地区产业结构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限制，更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的牵引作用，而领先型地区在前期已经具备一定服务业发展基础的条件下，其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轮”驱动效应变得更为显著，因此也更为强调发挥以服务业扩大开放为核心的环境主导作用。此类组态路径下的典型地区为重庆和海南。以重庆为例，作为数字化领先型地区的代表性案例，重庆制造业领域布局以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能源工业、装备制造业、材料业等支柱型产业，以及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物联网、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主。为了进一步强化区域内先进制造业的综合配套能力，重庆持续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积极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先行区。聚焦科技、金融、物流、商贸等重点领域不断推进制度性开放，如围绕科技创新领域，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获批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围绕金融领域，实现科技跨境贷、成渝地区非金融企业一次性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等一批首创性差异化试点成果，率先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围绕物流通关领域，获批成为国内唯一的“水陆空”国家物流枢纽城市[30]；围绕商贸领域，开展进口展示交易创新试点，建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陆海新通道国际消费中心等；同时，重庆还积极推进科技、金融、物流、设计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了重庆制造业服务化的加快转型。2017年，重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达到20.75%。从细分行业服务化特征来看，重庆的批发和零售服务化水平最高，服务要素对制造业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产品销售环节。
除上述通用性路径之外，各地区在不同数字化情境下依托自身技术、组织及环境基础，还呈现出诸多特色化的发展路径。对于数字化领先地区而言，以服务业扩大开放为核心的多因素驱动型（组态D-Ⅱ）同样能够促进区域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从投入视角，通过加大技术进步、有效降低成本以及增强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对制造企业产生促进作用[31]，还能从产出视角提升制造企业生产率、实现产品升级及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跃升[23]。在此情形下，尽管政府部门对推进地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关注较少、激励措施不足，但区域内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却发挥出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有效推进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进程，典型案例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
对于数字化追赶型地区而言，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的组织-环境驱动型（组态D-Ⅲ）和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核心的组织主导型（组态D-Ⅳ）均能够实现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其中，组态D-Ⅲ表明以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非高技术创新能力、非高信息基础设施、非高政府激励水平为核心条件，以高企业战略选择和非高服务业开放程度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路径能够产生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体现了以企业为主导、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的市场引领作用，能够解释约22.83%的区域高水平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案例，且其中12.75%的案例仅能由这一路径解释，典型案例地区为内蒙古。
组态D-Ⅳ则反映出以高政府激励水平、高企业战略选择、非高技术创新能力、非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条件，以非高信息基础设施和非高服务业开放程度为边缘条件的组态路径能够形成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由此可见，对于产业基础和技术条件较为薄弱的地区，通过政府与市场主体强有力的驱动作用，同样可以实现服务型制造的跨越式发展。其中，企业作为推动区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实践主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服务型制造为核心战略的企业在服务业务体系和支撑能力体系的构建上更为系统、转型成效更为突出。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战略选择需要从以产品为中心的主导思维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主导思维展开范式转变，从战略规划方式、经营管理模式、核心能力体系等诸多方面实施变革；同时，D-Ⅳ路径下，“政府之手”的驱动作用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也不可或缺。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撑、生态构建等方式能够激励市场主体开展“产品+服务”模式的有益探索，并在此过程中与企业形成有效的发展合力，此种路径下的典型案例地区为甘肃。
对比D-Ⅲ和D-Ⅳ两种构型来看，政府激励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由于区域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涉及人才、资金等多元化要素的流动，地方政府的激励会对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及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时，能够通过“政府之手”弥补产业发展的短板。而D-Ⅲ和D-Ⅳ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则在于，技术创新均不是构成数字化追赶型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究其原因，从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本质来看，服务型制造更为关注解决价值链供需对接问题，更加强调商业模式创新，通过价值共创挖掘市场需求，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系统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也能为甘肃、内蒙古等技术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存在短板的地区，如何加快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及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新思路、新路径。
表5 不同数字化情境下产生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的组态路径分析
	[bookmark: _Hlk148016855]条件
	相似路径
	不同路径

	
	数字化领先型地区
	数字化追赶型地区
	数字化领先型地区
	数字化追赶型地区

	
	组态D-Ⅰ
	组态D-Ⅱ
	组态D-Ⅲ
	组态D-Ⅳ

	信息基础设施
	
	
	●
	
	

	技术创新能力
	
	
	●
	
	

	政府激励水平
	
	
	
	
	●

	企业战略选择
	
	
	●
	●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
	●
	●
	●
	

	服务业开放程度
	●
	●
	●
	
	

	典型案例地区
	重庆
	海南
	北京、天津、上海
	内蒙古
	甘肃


注：对数字化追赶型地区组态路径进行标准化分析操作时，选择“～PSI×ENT×GOV”作为质蕴含项。
5结论与政策启示
[bookmark: _Hlk148602436]5.1研究结论
（1）从总体来看，地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兼具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征。不同区域虽然受差异化要素禀赋与基础条件影响，却均能实现高水平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根据关键技术、组织及环境特征，共计产生4种组态构型，即：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主导型；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的组织-环境驱动型；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核心的组织主导型；以技术创新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多因素驱动型。但是就任意一条路径而言，单个要素均不能构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或充分条件，仅有在多重技术、组织及环境条件交互作用下，才能引致区域服务型制造的高水平发展。（2）针对数字化领先型地区而言，服务业开放程度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集聚是引领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其中，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是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激励作用并非关键要素。数字化领先型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更多源自产业内部的自发过程，更加需要依靠市场力量和产业生态的培育，政府的引导或干预效果并不显著。（3）针对数字化追赶型地区而言，尽管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的耦合协同同样能够实现区域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但与数字化领先型地区相比，数字化追赶型地区还能够通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核心的组织-环境驱动型和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核心的组织主导型两种路径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且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并不构成数字化追赶型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其原因在于服务型制造所强调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由此为技术基础薄弱地区推进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以及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新路径。
5.2政策启示
（1）需综合考虑不同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等关键技术、组织及环境条件因素情况，因地制宜构建更为多元化、更具针对性的区域服务型制造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除部分产业基础、技术创新能力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过于薄弱的地区，各地应当进一步突出市场逻辑在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服务业扩大开放引领作用，持续促进前沿技术、数据要素、高层次人才等高端要素在制造业的集聚，带动制造业产品架构、生产工艺流程及供应链管理等适应性创新。（2）聚焦数字化领先型地区，政府无需过多实施激励及干预措施，服务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充分激发产业内生动力和市场主体活力，应在强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基础上，着力加强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推动大中型制造企业能力外溢，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性服务；同时，应进一步发挥中小企业的敏捷优势，快速捕捉增值服务的市场机会，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服务型制造新格局。（3）聚焦数字化追赶型地区，应进一步实行分类施策的方式，如针对生产性服务业较为成熟的区域，着眼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数字技术支撑下的服务型制造创新实践，塑造新发展格局下市场竞争新优势。而针对产业及技术基础存在较大短板的地区，则应强化“政府之手”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政府部门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协调的政策体系，同时也要注重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探索形成政产学研用多方合力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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